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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凸显农民工生存困境 

刘开明 

 

2004 年以来，由于“民工荒”在沿海发达地区的逐渐蔓延，以及中国政府陆续推出有利于维护劳工

权利的政策和法律法规1，提高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工人的收入水平缓慢但稳步地上

升，部分工厂的工作条件也有所改善。然而，2008 年 10 月，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的就业形

势发生了重大逆转，至少有超过 2000 万农民工失去了饭碗，超过 800 万城镇居民没有了工作。金

融危机格外明显地凸出了中国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在2008年失业？至今没有准确的权威数据。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2008年10月到

2009年1月间，中国有67万家小企业被迫关闭2，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3。而受到金融危机

打击最大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不少当地的大企业倒闭，超过1000万农民工提前回家

过年，全国失业农民工在2000万至3500万之间4；还有专家指出，中国9000多万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

农民工群体的失业为问题可能更为严重5。   

 

“农民工”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产物，“农民”表明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
6
， “工”表明的是他

们的职业，统称为“农民工”。2008年，中国农民工总数为 22542万人（其中离开自己所在县到外

地打工的农民工总数为 14041 万人），为全国非农业部门总就业人口的 48.15%
7
，主要分布于制造业、

建筑业、商品零售业、餐饮住宿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等主干经济行业。另外，约有 9000 万农

村人口从事各种非农业的非正规就业或自雇工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农民工都已经是中国经济

活动的主体力量，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动力。 

 

然而，由于工人权利在中国受到系统的剥削与侵害。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虽辛勤劳动，但并没

有能够分享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他们长时间工作，却难以养家糊口，更没有体面生活和向

上流动的机会。绝大多数农民工除了工资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住房、没有社会保险，家庭不能在工

作地团聚，孩子不能在工作地上学。很多人甚至没有积蓄，一旦失去工作，马上就陷入生存困境。 

 

2008 年 11 月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政府的“重商心态”立即表露无遗。为了保障经济

发展速度，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要求地方停止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一些地方官员要求暂

缓执行劳动合同法。政府官员仍然是沿用压制劳工、放松执法、纵容资本的传统思维来回应挑战。

2009 年 2 月 17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表示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

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完全是以冷战思维，从高压和控制

角度对应农民工就业之难。 

                                                        
1 2004 年以后，中国立法机构加快了劳动权利的保障性立法，并于 2007 年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2008 年 1 月 1 日，《劳动合同法》正式生效；2008 年 5 月 1 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正式生效。 

2 王红茹：《中国城镇失业率升至 9.4% 农民工失业问题凸显》，《中国经济周刊》2009 年 1 月 5 日。 
3
 李培林：《2009 年中国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 年 12 月 15 日 18:01 中国新闻网。 

4 陈宝成：《失业农民工是 3000 万还是 2000 万》，《南方都市报》2009 年 3 月 9 日。 
5 张强、曾向荣、李颖：《人大常委：9000 万农民工失业问题严重程度被低估》，《广州日报》2009 年 03 月 09 日。 
6 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获得政权以后，开始实行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每个中国人都因为他们的

出生有一个固定并难以转移的“户口”，即身份。它首先将人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其次将非农业人口中的就

业人口分为工人编制和干部编制。因此，身份是由出生来决定的，凡是具有农业人口身份的人，一般不能进城就业，

只能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而具有非农业人口身份的人则会因学历和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而分别取得全民所有制工

人身份、集体所有制工人身份或是干部身份，这种身份一经确定后，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难以改变的。身份不同

的人由不同的国家机关管理，享有不同的待遇，适用于不同的法律或规范。1984 年，中国实行身份证制度和允许农

民自备口粮进城务工经商，为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有越来越多农

民进城工作，并成为新兴市场经济的主要劳动力。但计划体制下的城乡“二元身份制度”并没有因为这些农村劳动

力的职业变化而有任何变革，从而使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和人口转移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身份”特征。 
7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9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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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万失业农民工可能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输家。他们没有了工作，没有收入，没有了住宿的场所，

其中绝大多数人得不到任何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救助。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 2008 年中国有多

达 4000 万人失去了工作，但是政府从企业获得的失业保险基金却没有发放出去，当年中国失业保

险基金累计结存 1310 亿元。尽管当年已经有 1549 万名农民工所在的企业为他们购买了失业保险，

但仅 93 万名农民工因未能领到工资而获得一次性生活补助
8
。因为中国政府官员认为，可以把失业

的农民工推回农村而不必履行自己的救助责任。 

 

今年 5 月 31 日到 6 月 7 日，我在福建北部的邵武市和顺昌、将乐两县调研，走访了 8 个村庄和 3

个小镇。我发现，这些村庄里 7 岁至 50 岁年龄段的人口，90%已经离开了村庄，长期在外地打工、

生活、读书。其中学龄儿童主要在县城上学，或寄宿于附近乡镇的中心小学；16—30 岁的年轻人主

要在沿海的福州、厦门、泉州打工；而 30—50 岁之间的中年人则主要在县城工作，只是偶尔返回

农村照顾一下老人或农田。有一个村庄的登记人口有 2000 多人，但仍然居住在村里的人口只有 300

多人，而且全部是老人和妇女、儿童；这个村庄的学校有 6 名老师，但只有 10 个学生。一个有 1400

多人的山村，只有 100 多人仍然居住在村子里；由于村庄没有一所学校，所有学龄儿童全部寄宿于

乡镇的中心小学。村民们告诉我，在农村的年人均收入只有 1000 多元，因为挣不到钱，生活闭塞、

工作辛苦，没有年轻人愿意继续生活在农村。所以，指望农民工返乡耕地来解决失业问题，是完全

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 

 

近几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例如 2007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 2360 美元，农民工

人均收入达到 1250 美元，而农村人均收入仅 518 美元（包括农民工打工收入）。打工收入大大高于

务农收入。2009 年初春，中国各地普遍遭遇旱灾，农业收入将继续下降。经济理性决定了多数农民

工返乡务农的几率几乎为零。而且，1980 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农业工作的经验，也不

适应农村生活方式。他们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工厂和城市就业，只是因为户籍身份的制度性排斥，

他们才无法在城市立足。 

 

因为城市官员仅仅是把他们看作是出卖劳动力的“过客”--“劳务工”，而不是有全面需求的劳动者。

所以，农民工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冲突将在所难免。但是，面对着强势的政府和企业，农民工总是

显得无力、无奈和无声。但成长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不同于他们父兄辈的顺从、忍耐、怯懦。

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会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他们也学会了各种有效的维

权策略和方法。2008 年中国的劳动争议案件，成倍增长，其中的工人集体行动案件大幅增加。例如

2008 年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的劳动争议案件比 2007 年增长了 300%。工人的抗争很多是无奈的壮举，

他们主要是为了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金、工伤补偿金等等。实际上，

频繁爆发的劳动争议案件经常导致劳资和社会三输。劳动者得到少许的赔偿后，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而企业则因为日益增高的法律、社会风险、员工流失而增加经营的困难，同时虚耗了大量的政府行

政成本和社会成本。 

 

能否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渡过难关，关键是要转变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解决当前由制度扭曲的

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形式，还权于民，让广大劳工在工作地、生活地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政治权

利和社会权利，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利保护链促进劳工的自我保护与自我发展能力。例如，通过制度

和组织的力量提升工人与企业主的集体谈判能力，让工人的工资跟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跟

随企业的利润增长而增长；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覆盖全民而且可以在中国土地自由流转的社会保险

制度，解决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让农民工获得工业化、城市化的好处，分

享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发展红利。 

 

                                                        
8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8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9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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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从四个方面同时着手，才能化解危机：第一、立即启动政治和社会

制度变革，增加公民权利，以还权于民、赋权于民来激发民智，共度时艰；第二、减少政府的经济

投资项目，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全体国民（包括农民和农民工）

提供平等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障；第三、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减少各种对私营企业的限制措施，减轻税负，还利于企业，为企业创造公平发展环境，增加各种层

次的就业机会；第四、严格执法，保障员工权益，开放民间结社自由的权利，加强员工的议价能力，

创造劳资双赢的和谐劳动关系；  

 

 

刘开明，男，1965年出生于广西柳州，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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